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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无论是生产还是生

活，缺乏土地的农户都处于不利的一面。他们不得不因土地的不足而忍受着人力物力的浪费，入不敷出的局面迫使

他们虽然节衣缩食、粜细籴粗却还是经常面临举债度日的困境，衣食住宅等生活水平的差异更是土地不足带给他们

的长期苦痛。 

【英文摘要】During twenties and thirties in the 20th century,most of the peasant in north China had 

no enough land because of the land-allotment system,which producing a serious influence on peasant's 

life.No matter in product or in living,they were always placed at an unfavorable position.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suffer the waste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to scant themselves in food and 

clothes,and to sell wheat flour in order to buy more coarse food.Nevertheless,they,still couldnot 

make both ends meet and always lived by borrowing.In addition,they had also been suffering the 

difference in standard of living all the time since the land was not evenly divided.

【关 键 词】土地不均衡/农民生活/贫困/举债unbalance of land-allotment/peasant's life/poverty/life by 

bor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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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农为主的社会中，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依据。就目

前研究状况看，分析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情况的大有人在，但梳理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生活影响的却并不多见。有

鉴于此，笔者拟专就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展开论述。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通常被认为处于萧条

凋敝的阶段，因此本文便以此为切入点，希冀对史学思路的开拓能有所裨益。 

由于研究土地分配问题的文章较多，笔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就不再展开论述，只作一简



要定位。随着明清以来人口的急遽增长，冀鲁豫3省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进入民国以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更加激化，其人均土地面积已明显低于学者们所公认的温饱水平线。而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更加剧了人地矛盾。关

于冀鲁豫3省的土地分配情况，国民政府内政部在30年代初曾组织过大型的调查。在冀鲁豫3省之中，拥有耕地在10

亩以下的农户分别为51.4%。57.35%与55.01%。就3省总体而论，拥有田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到了全体农户的

54.66%，但他们却仅拥有全部土地的16.09%。相反，拥有耕地在50亩以上的农户，在3省中分别为7.48%、6.65%与

4.85%，而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则分别为35.38%、34.84%与28.05%。也就是说，在冀鲁豫3省中，拥有50亩以上耕地、

占全体农户6.32%的富农与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33.12%[1]，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不平衡之严重由此可见。当然，这

里的“严重”二字，并非与全国比较而言。据郭德宏分析，就土地集中程度而言，“东北最高，西南次之，江南地

区再次之，江北地区即黄河流域一带最为分散”[2]。其他学者虽未必对此认同，但在地权分配华北不如南方集中问

题上已基本达于共识。尽管如此，但由于在复种率及生产能力等方面华北均不及南方，再加上华北3省连年的灾乱，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称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严重”失衡也并不为过。 

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甚巨，广大缺地或少地的农民生活难以自给，租佃与高利贷成为农村不可或缺的

社会现象。农民的劳动条件、家庭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的差异等，都与土地分配问题紧密相连。因此，土地问题可以

说是农村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和渊源。 

一、生产条件的恶劣与人力物力的浪费 

在土地不足的农户中，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的浪费，在农具与畜力的拥有与使用方面也存在着过多的不经济因素。 

黄宗智认为，按照30年代的农业技术水平，华北地区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耕种15-30亩地[3]。1934年有人在分析河南

唐河农民耕作能力时也认为，“每一壮农，至多可耕地二十五亩至三十亩，农忙季节，并须由妇女及儿童参加农场

劳动”[4]。耕种能力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家庭田地的亩数，15亩以下的家庭大多数却不得不对家中劳动力的剩余束

手无策。河南许昌、辉县、镇平3县，中农每人平均耕作的农田分别为7.72、13.62、12.76亩，贫农每人平均耕作的

田亩分别只有3.85、6.02、3.05亩[5]。可见，面积狭小的农场，严重存在着劳动力的浪费。农田不敷耕种，农民只

好将剩余的劳动力投入到其他行业——多数是家庭手工业，虽然效益低下，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只要净收

入大于零，就值得去干。他们不考虑市场工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没有市场；也不考虑伙食费用，因为这种费用是

家庭日常必需的一部分”[6]。这句话虽针对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而言，对华北农村也极为贴切。 

在重要农具的拥有及使用效率方面，土地狭小的农户都处于不利的一面。据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调

查，河北26县51村4309户农家中，平均2户拥有1个犁头，3户拥有1辆大车。但其分配极为悬殊：10亩以下的1396户

农家中，拥有犁头者仅41户，拥有大车者42户，平均每34户才拥有1个犁头或1辆大车；而30亩以上的农户中，90%以

上的有犁头，80%以上的有大车。其他农具的拥有也与此类似，家有土地愈少，其拥有的农具愈少，其耕作条件也就

愈差。各种农具的使用效率，也恰与家有田亩的大小成正比。 

耕畜是农民从事劳作的重要帮手，又是农家财产多少的重要体现。但由于购买及供养耕畜需要较多的资金，并非每

家都能拥有。拥有耕畜的农家却不甚多，而且，耕畜的拥有情况也与农户田地的多少紧密相关。金陵大学农学院农

业经济系自1929年起对全国江苏、河北等22省进行了农场调查，华北地区的农户耕畜拥有情况有如下表： 

表1 按田场大小分组，无耕畜之田场百分比 

区别 地区数目 小田场 中等田场 中大田场 大田场 更大田场 

冬麦高粱区 38 62 31 9 3 1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328. 

这里的冬麦高粱区，主要指山东全部及河南、河北大部。由上表可见，华北三省农家耕畜的拥有状况与田场之大小

成正比，田场越大，其拥有耕畜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其他材料虽与此或有出入，但耕畜与土地的关系却未

曾改变。30年代中期河南巩县情况如下： 

表2 河南巩县三村耕畜拥有情况表 

每家耕 赵沟 马沟 秦沟 

畜数 户数 头数 每户平均耕地 户数 头数 每户平均耕地 户数 头数 每户平均耕地 

3头 5 15 74 3 9 30 2 6 35 

2头 120 240 12.5 95 190 6.43 40 80 5 

1头 180 180 7.22 120 120 6.67 90 90 3.33 

半头 25 12.5 7.2 26 12 3.08 50 25 2 

没有 28 0 0.71 10 0 1.00 7 1.43 

共计 358 447.5 254 331 189 201 

资料来源：韩柱国．河南巩县3个农村经济的调查．中国经济．1937,5(2). 

由上表可以看出，河南巩县3村耕畜拥有的情况较华北整体为佳，各村的耕畜头数均超过了农户总数，平均每户合耕

畜1头以上。但耕畜的分布却远非均匀，大致与家庭拥有的田地亩数成正比。拥有3头耕畜的家庭，耕地数量远远高

于其他农户。其他也是依次类推，没有耕畜的农户，其耕地也少得可怜，赵沟、马沟均未超过1亩，就是秦沟，也不

足1.5亩。华北其他地区未必与此情况相同，但耕畜的拥有与家庭地亩数量的正比例关系却是各处皆然。 



此外，耕畜的好坏也与农家土地占有量有关。依据牲畜耕作能力的区别，河南人一般把牛、驴称作“坏牲口”，而

把马、骡称为“好牲口”。30年代初调查时发现，“豫中豫南一带近年来‘坏牲口’充斥农村，‘好牲口’几已绝

迹”，而这些仅存的好牲口，“往往在富农经营中占去大半”[5]。 

受农家耕地量的影响，每头耕畜所能耕作的田地亩数在各类农户中也有所不同，其情形与较小田场存在劳动力的浪

费大致相同。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各类村户平均每头耕畜所耕种的农田亩数，“中农比富农少，贫农又比中农要

少”，“中农贫农经营中畜力的浪费更甚于富农”[5]。 

二、入不敷出与日趋没落 

在以农为主的社会里，土地的多少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与状况的重要评判标准。由于土地亩产与个人消费粮食数量

的恒定性与可预测性，供养1户农家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黄宗智认为，满足1个人的温饱需要4亩土地，“而一户维

持生计最起码的要求是15亩”[3]。这组数据贴近了华北农村人均与户均的土地占有量，因此，不管这组数据的得出

是否科学、严谨，凭直观认为，这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所能达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慧利用大量资料，反复考证了自战国、秦汉以至解放前后的粮食亩产问题。他认

为，每人平均用粮数，尤其是口粮数，在正常情况下总有一个合乎生理需要的标准水平，千百年来变化不会很大。

男女大小平均每个农民每月食米（折成精米）35市斤，应为口粮的正常需要量（这里的口粮，是指官府的廪食和中

等以上的自耕农按人平均的留用量，是给人吃饱时的粮食的合理需要量）[7]。按照吴慧所言推算，每个农户每年需

要粮食约420市斤（尽管米与谷物之间还有差距）。虽然他也估算出了近代粮食亩产量，但由于华北毕竟不同于全

国，计算420斤粮食所需田亩数量好还是依据华北的粮食亩产数据。徐秀丽经过推算与论证，认为冀鲁豫3省耕地面

积亩产量分别为212、282与270斤[8]。需要指出的是，这组数据是华北3省在正常年份，也就是在风调雨顺情况下中

等以上土地的收获量。一般来说，下等土地的收获量只有上等地的1/3，而且年成越坏，这种差别越大。而现实中的

情况是，拥有土地越少的农户，越没有能力占据与保持肥沃的上等田地，其地亩越可能是下等的贫瘠地。如果把种

子、肥料、赋税、摊派等开支计算在内的话，1个人所需的土地量确实不能少于三、四亩。如此看来，10亩以下的农

户多半存在粮食短缺问题，与此相应，他们常年处于吃糠、咽菜的半饥饿状态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根据上文的材

料，冀鲁豫3省10亩以下的农户却均在全体的一半以上。 

由于土地不敷耕种以及出产不足开支，尽管越是缺少田产的农户越是不容易租到土地，通常情况下佃农要比半自耕

农多付租金，但这些土地严重不足的农户还是得想方设法租田耕种。因为租种他人田地，必须将一部分劳动所得拱

手让于田主，因此，租田耕种往往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由于这个缘故，华北农村租种田地的农户与缺地农户的比例

并不一致，前者往往要少于后者。但由于缺乏土地是多数农家的普遍问题，因此，华北3省租田农户占了相当的比

例。据30年代统计，冀鲁豫三省佃农分别为13%、9%和22%，半自耕农分别为21%、19%和16%，也就是说，每省农村均

有1/3左右的农户租进田地耕种，其中有半数农户（即全体农户的1/6）纯靠租田维持生计[9]。 

追究佃农与自耕农的比例，不是为了问题本身，而是为了阐述耕地数量对每户农民生活的影响。查阅资料过程中，

记得有位民国时期的学者曾说，既然每亩租额多为地主与佃农对半分，那么，租种100亩耕地的佃农收入应相当于拥

有50亩耕地的自耕农。道理虽浅显，但现实生活却远非如此。且不说佃农能否租到足够多的土地（从地主动辄以退

佃相要挟来看，佃农租进田地不但受条件约束，且竞争激烈），租额也远非对半的比例。如果扣除种子、肥料、畜

力等成本，佃农能净得三成已属幸事。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地主没有足够多的可与佃农共享收获的土地，他便不会

将之出租。田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对农户收支的影响，通过下表可略窥一二。 

附图{图} 

注：甲等户为100亩以上者，乙等户为50亩以上者，丙等户为不足50亩者。 

资料来源：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1933.229-236. 

耕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在不同农户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地主握有的主要是所有权，佃农控制的主要是使用权，半

自耕农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交叉，只有自耕农才是二者的合一。一般来说，耕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的自耕农是同

等土地农户中最大的受益者，佃农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最大受害者，地主与半自耕农由于均存在着让出部分土

地土产，故而其利益不相上下，难分高低。上表各类农户的收支概况正好印证了这一推论。甲等户、乙等户与丙等

户分别代表100亩以上、50亩以上、不足50亩的农户。由上表可以清晰看出，无论是收支还是节余，自耕农都是各类

农户中最为宽绰者，地主与半自耕农都无力与之相比。50亩以下的农户，除自耕农外，其他农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入不敷出的境况，即便地主也不能幸免。相比之下，由于佃农不但要负担较高数额的田地费用，还要偿付一定数

量的地租，因此，在各类农户中，佃农的收支状况最为恶劣，50亩以下者每年均要亏损，即便是耕种100亩以下者，

也往往难逃入不敷出的厄运。 

上表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它却基本反映了一个事实：在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中，土地较少的农户——无论是佃

农、半自耕农、地主抑或自耕农，均面临着生活逐渐恶化的困境，只是其恶化程度略有不同罢了。由于多种原因，

地主、富农也同样难逃此厄运。陈翰笙等1933年在河南农村调查过程中深切感到，近年来“河南农村中贫困的程度

日益加深，富农变为中农，中农变为贫农，贫农沦为无产者的事实，已似狂涛一般地不可遏止”。仅以许昌水口张

村等五村为例，该五村1928年时共444户，1933年时因分家多了13户，外村搬进1户，共计458户。在短短的5年间，

村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户收租地主中3户分别变为富农、经营地主与贫农；21家富农因分家多了1户，其中19家未

变，3户变为中农；中农94家中，21户沦为贫农，2户上升为富农与收租地主；原有的275家贫农因分家关系增为283

户，其中2户分别变为雇农与中农，5家变为其他村户。在这几年中，中农从21.17%降为17.03%，贫农从61.94%升为



66.16%[5]。 

三、借贷盛行与负债累累 

农村借贷的盛行，主要因贫困所致。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固然很多，二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是农村衰败的社会环

境，灾荒、匪盗、兵燹、捐税等病症的猖獗对广大农民日益恶化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毫无疑问，土地分

配不均衡更是导致农民贫困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饶着广大农村。土地分配不均衡与借贷盛行

的关系，从债务与债权双方的身份即可知晓。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1934-1935年度河南农村负债农户高达

66%，其自耕农、半自耕农与佃农三类农户中负债比例分别为62%、66%和71%[10]。另据李景汉调查，1933年河北定

县不满20亩、20-40亩以及40亩以上三类农户中负债比例分别为13.0%、24.0%与63.0%[10]。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

负债农户的比例与其土地数量紧密相关，拥有土地越少，负债比例越高，反之亦然。因此，拥有土地最少的贫农或

佃农，倒成为各类农户中负债最多的群体。同样，土地的多寡与放债者的关系也极为密切。 

附图{图} 

资料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1934,2(4). 

由上表可见，华北农村借贷现象极为普遍，各县农民借债的家数平均占到全部家数的1/3至1/2。从其借贷来源看，

无论是借钱抑或借粮，富农都是负债者首选的借贷对象。其中的缘由，一是富农存有积蓄，能够而且愿意用来借贷

生息；二是由于邻里关系，农民习惯上也愿意向富农借贷。至于借源中地主比例有限，着实使人费解：从成为债权

者的条件而论，地主没有特殊理由与富农相差如此甚远。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局面，很可能是由于地主在总户数中

比例较少，但更可能与此次统计有关。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发表上组数据数月之后又发布另一数据，河北、山东农民

从地主处借贷者分别为13.2%与15.5%，从富农处借贷者分别为13.2%与15.5%[11]，地主与富农作为债权方的比例简

直不相上下。由此可以看出，地主与富农同为贫苦农民借贷的重要来源。李景汉在定县调查时发现，“放债最多之

款额来自村中之富户。五村内有五家放债之富户，其中两家各有地三百余亩，一家有地二百余亩，两家各有地一百

余亩”[10]。此处的富户，其实便是地主。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土地数目的多寡成为债权与债务双方区别

的关键。缺乏或没有土地的贫困农户迫于生计不得不设法筹借，1/3以上家庭需借粮方可维持的现实，更表明了土地

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与富农，则因资金与粮食的富余成了债权一方。三四分以上的年

利，无疑更加剧了不同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贫富的差距。 

从借款用途中可以清晰地窥探出广大农民借款的原因。据李景汉对河北定县的调查，借贷的68家中，用于家亏、还

旧账、修盖房屋、买粮食、讼事、零用、抽鸦片烟、丧葬等非生产方面者共53家，占全体的77.94%[12]。相比之

下，用于投资、种子、肥料等生产用途者仅为22.06%。换句话说，即便是用于购买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方面的贷

款，其前提也是出于家庭的贫困。河北沧县强加坟村共有35户农家，除两户地亩在二三十亩之外，余者均在20亩以

内，连村中租入的田地，也均是从外村租佃而来。因为普遍缺乏土地，因此该村普遍较穷。负债的农户约为1/2，均

从县城或别村借钱，“因为全村都是贫穷的，谁家也没有什麽富余的款项借出去”[13]。沧县大和庄没有借粮食

者，不是因为家家粮食充足，而是由于“家家户户，都无存粮，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多入市籴米”[13]。 

缺少或没有土地的贫困农民虽因生计困难成为举债人的主体，许多放债者却因惧怕其偿还能力而不愿借给，因此他

们不但不容易找到保人，在借债时还往往要偿付比有恒产者更高的利息。河北债主放款时即“不按同一利率，他们

常视举债人财产的多寡而差别待遇”。在邯郸，“使债者其土地若在百亩以上，年利为三分五至四分；若在百亩以

下五十亩以上者，利率均须五分至六分；其他农户年利约为七分至八分；最贫之户绝无受剥削之机会”[10]。津南

农村生产建设实验场学员在调查沧县季家屯村情况时也发现，一般小农在借款时，不但利息较高，还要“多以土地

为抵押品”，“如至期不能偿还，中人须负责收抵押品交于钱主，同时将借贴改为地契，地便归钱主耕种”。村内

还有一种信用借贷，“普通只有一张借贴，归钱主收执，利息也较低。有时连中间人都没有，更有连借贴都不写，

只凭个人的信用”。不过，这“只施行于中等以上的人家，一般贫民，则享受不到这种便宜”[13]。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土地数量的多寡不但是区分债权与债务双方身份的关键，还在借贷行为中深深地影响

着借贷的条件与利率。土地越少，农户越穷，就越需偿付较高的利息，就越需将土地作为抵押，其失去仅有田地的

概率也就越大。傅筑夫在当时就明确指出，“农民愈贫穷，愈不能不以高利向地主及商人借贷。许多农民，都在这

种高利贷盘剥之下频于破产”[14]。 

需要指出的是，普遍贫困所造成需举债度日农户的日益增多，对放债者来说并非均为有利条件。一般来说，农户愈

穷，其偿还贷款的能力便愈差，虽有土地作为抵押，但一来贫困农户拥有的土地也往往比较贫瘠，二来农村衰败情

况下地价也易呈下降的趋势，三来并非所有借款的农户都拥有土地，相比之下，占农户相当比例的无地农户往往更

需要借款。因此，贫困在促进农村借贷业盛行的同时，也对借贷业的正常发展制造了障碍。典当为借贷的一种，赎

当能力有限的局面便经常把典当业推入困境。1933年保定典当业即有数家宣告歇业，其原因是：“每日典当者异常

拥挤，而赎当者则绝无仅有”[15]，因而导致金融出入不能相抵，非有大资本垫办不能维持。出于同样的顾虑，有

些富户虽有放债的能力，却因畏惧收不回来而宁愿将金钱封藏家中。这既使急需用款的农户无处借贷，也是近代中

国及之以前流行在地下埋藏金银财宝的部分原因。 

四、生活贫困、步履维艰 

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民众生活的日益紧迫，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虽有近代社会特有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因素的

干扰，也有灾荒、匪盗、兵燹、捐税等社会问题的推波助澜，更有土地分配不均衡前提下大量严重缺乏土地农户的

长期入不敷出。在经济萧条情况下，各类农户都面临着生活日趋艰难的威胁，如河北赵县30年代初“全年所得，足



以维持全家一年生活者，每村寥寥无几”[9]，但比较而言，缺乏土地、本无积蓄的贫农与佃农的生活更是步履维

艰。 

受经济困顿的影响，一般农户均尽其可能地将绝大部分开支限制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消费范围内。这部分消费在

总消费中所占比例可以初步勾勒出华北农民的生活水准。 

附图{图} 

注：两份盐山资料，前者为1922年，后者为1923年；平均一项也包括安徽2县、山西1县。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12-514. 

调查材料虽为1922-1925年间，由于农村消费习惯的持久以及生活水平的日益恶化，我们大体可以断定：随后几年内

农民的生活将变化不大，即使有变化，也多是向坏处转化。由上表可见，河南开封、新郑两县每户每年的消费总数

远高于河北，当然，由于统计的县份过于稀少，我们还不能对河南消费水平高于河北妄下断语。河北平乡、盐山两

县用于食物的开支每户每年只有60-80余元，因为列表时也将农户所消费的自产之物折合现金计算在内，因此，如果

不是统计有所遗漏的话，农户消费之低着实让人吃惊。若以每户5口计，平均每人每月用于食物的开支便只有1元至

1.4元。河南两县每户农民的食物开支虽相比较高，但其食物开支在总开支中所占比例也比河北高出许多。食物费用

在总开支中的比例，河北两县为1/2至2/3，河南两县则为3/4。可以说，河北、河南各县农户每年的各项费用几乎全

部用于维持生命的衣、食、燃料等方面的基本消费。如此低劣的生活状况，得病的概率想必不会太低，但广大农民

因畏惧衣食之外的任何开支，故而每家每年的医药费用低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所谓的生活改进费，并非

想当然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而是将教育、宗教、慈善、娱乐、交际等各项费用包罗在内。即便如此多的项目，其

费用比例也仅5%左右。此表所列内容还是就各县全体农户而言，如果将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屏除之后，缺乏土地的

贫雇农的生活便更是低劣糟糕数倍不止了。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盛行，并非出于农民的意愿，而更多的是由于经济的拮据。为了减少开支，农民尽其可能地生

产自己所消费的一切，只从市场上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必需用品，当然，如果购买比自产划算的话，农民也会顺应

市场的导向。仍以上表内容为例，各农户所消费的食物为自家所产者，河北平乡、盐山二县为80%，河南开封、新郑

则高达94.9%与91.9%。当家庭织布业在价格、花色和质量方面均无力与机织棉布竞争时，在衣着方面的消费上许多

农户便选择了从市场购买一途。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与习惯的区别，自产与外购的比例在不同县份还存在着相当的

差异。全年衣着由自家供给的部分，开封为90%，平乡则不足1/3，而盐山与新郑农户的衣着则几乎全部购自市场。

由于农家所用燃料多为田间作物秸杆，灯油则偶尔从市场购买，因此每户灯油燃料的现金开支极为有限，平乡仅

3.4%，而盐山1922年则为零[16]。 

应该指出的是，伴随商品化而来的未必是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与市场的交换很多时候更是出于生活的压力。仅以

粮食为例，卜凯根据调查材料发现，上表所列河北、河南各县农民“由多年经济需要而成的习惯，将品质较好、价

格稍高的食物出售，同时大量买进价值低廉、品质较低的食物，来给自己充饥”。如河南新郑农民，食物中1/5强为

高粱，1/5弱为玉蜀黍，均是从市场购买而来[16]。其他调查县份也与此类似，如河北盐山150家农户中，94.8%的小

麦用于出售，仅5.2%留作自用，平均每家每年出售小麦70.7元，占全年农作物销售总额81.5元的86.8%[17]。因此，

对购买粮食农户的分析应该慎重，不应一概视作粮食短缺。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1936年左右河北、山东购买粮

食的农家分别为33.5%和27.8%[11]。据此推论，其中有些农户确是因粮食缺乏，但同时也不能排除有些农户是为了

从粗粮与细粮的差价中增加一点收入，也好用于别项开支。另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河南、湖北、安徽、江西4省

的调查，1934年度各类农户所借款项用于伙食开支者计为42.1%，其中佃农用于此项开支者则为60.3%[10]。面对此

项资料，我们不得不承认：土地不足的农户经常面临缺乏粮食的困境。 

分析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华北农民的影响，最好还是从广大农户最基本的生活组成——饮食、衣着、房屋入手。拥有

较多土地者也许并未感觉到如何的宽绰，但土地不足及严重缺乏或没有土地的农户却饱尝着生存压力的折磨，并独

自承受着土地不均衡对他们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度日如年般的生活。 

对气候、年景的过分依赖所造成的农业收成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长期以来所沿袭的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使我们有充

分的理由相信：除个别例子外，一般家景殷实的农户在衣食方面也极为俭朴。与贫困农户的最大区别，可能是他们

勿需对粮食的青黄不接而犯愁，也不必特意为寻求优质小麦与劣等谷物之间的差价而奔波。为论述方便，我们这里

只分析中等及中等以下农户的生活。 

首先，粜细籴粗在各地极为普遍，“农民恒食劣等谷物，而售其优者，以获起两者市价相差之利”[18]。农民这样

做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卜凯认为：“中国农民所以能从一小块土地上，而得到生存的另一原因，就是通常自己所

食者，都是粗劣的食粮，而将值钱者，完全出售”[16]。农民日常所食多为玉米、高粱、小米及其他杂粮，小麦仅

在年节及农忙时食用。河北清苑农家“率食粗粝或且杂以糠枇，食麦粉者每岁不过数日，或高年之人而已”[19]。

沧县徐官屯村“村民一年之中，长时间吃玉蜀黍作的饭，非过年节不吃点鱼肉，不吃顿白面”[13]。北平郊外挂甲

屯村能吃得起肉的家庭仅为13%，常年不见一点肉腥的家庭竟高达87%[20]。村中只有少数人家常吃白面，“百家中

全年吃白面在五次以下者约占半数，除年节外平日几乎完全不见白面，竟有仅在新年吃一次者。吃五次至九次者各

占十分之一，每日吃得起白面者共计五家”[21]。邢台、沙河以西的山区，农民生活极为俭朴，“即家庭十分富有

者，食麦面者亦绝少，小米豆面为最优之食物，谷糠、菜蔬为日常生活所不可少”。[22] 

其次，为节约粮食，许多地方流行农闲减餐的习俗。河北行唐磁沟庄村农民的食物，均为自家所产，且“往往又是

他们收获物中的最坏的，因为他们留着好的以多粜钱”。每到冬季农闲的时候，“他们一顿蒸白薯，可以饱上一



天”[23]。此处改成“熬”字可能更为合适。河北平乡、盐山及河南新郑等处，在冬季没有工作的时候，多数农民

“自己仅吃些面汤，苟且敷衍”[21]。由于粮食的短缺，河北灵寿“普通每年秋后，农民无力三餐，每日改为两

次，多系菜叶和粟之稀粥。若食用小米饭者，则为中上之家矣”[22]。卜凯在分析调查资料时也发现，河南新郑农

民在秋、冬、春三季每日只吃两餐[16]。邢台、沙河、内邱西的太行山区农民，“忙时一日三餐，稍一闲暇，则每

日两餐”[22]。食盐虽为人们生活必需品，但由于其高昂的价位，许多贫困农户不得不缩减用量甚至避而不食。河

北临城等村300户人家，“完全不吃食盐者有一百户，占总数三分之一；无充分食盐可食者，约有一百五十户，占全

数二分之一；有力吃食盐者，仅五十户，占全数六分之一”[24]。正定食盐销售量也有大幅度缩减，“原因是农村

中已有二分之一的农户，没钱买盐吃了”[10]。平山农村淡食之风亦甚盛行，“一则食盐太贵，农民不能食用；二

则距城过远，购买不便，所以中等以下农家便多行淡食”[13]。 

农户的贫富虽在衣着方面也有所体现，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所穿布料与款式差别并不甚大。其区别的关键，贫困

农户往往无足够衣物可以避寒、替换，并常因穿得年头过久而破损不堪，而家庭殷实之户便不致落入如此尴尬境

地。由于多年流传下来“爱面子”的特点，有钱人家习惯尽其可能地将住宅建造得体面、壮观。因此，要分析悬殊

的经济收入对农家生活的影响，与其比较衣着服饰的区别，倒不如考究住宅的差异。首先，房屋的多少和大小与耕

地数量的关系极为密切，根据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 

附图{图}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1941.626. 

上表所列内容是根据全国22省调查资料汇总而成，其数字也许与华北不符，但它所反映的田场大小与房屋大小的关

系却是极具普遍意义的。所谓田场，按卜凯自己的话说，“系指场主所耕种或管理的土地之总计，田场乃场主及其

家属的生活之主要来源”[16]。因此，田场与家庭耕地面积并无多大区别。由上表可见，在所比较项目中，无论是

房屋的间数、每间之平均面积、房檐之高度，抑或人均住房面积，都与田场的大小呈正比例关系。大田场的房屋不

但每间面积比小田场大出1/3，就是间数也多出2倍左右。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田场虽在房屋的各种比

较中绝大部分数值都高于小田场，但在住宅兼农用的房屋项中却并无优势，小田场房屋兼充住宅及农用者占39%，大

田场仅占23%。其中的缘由，农户将房屋兼充住宅及农用往往并非出与自愿，而是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住房面积

小，迫不得已；二是为防盗才与粮食、耕畜、重要农具等同居一室。因此，兼充住宅及农用的房屋所占比例越小，

便表明其住房条件越善。 

附图{图} 

注：其他屋顶，指小麦地带北部旱地一般泥土或泥土石灰所筑之平顶，或黄土高地之土窑而言；其他铺地，指以木

板为主的地面。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628-629. 

不同田场房屋的建筑材料也有所不同，冀鲁豫华北3省基本与冬麦高粱区吻合，从表内32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华北

农村建筑房屋，主要以草屋顶、土墙、泥地为主。全国与华北不尽相同，尤其在屋顶的构成材料上，以草盖顶者明

显较低。但总起来说，小田场房屋较大田场为劣。草顶者在小田场为36%，在中等及大田场则分别为29%与19%。品质

较优的瓦顶者与田场大小的关系则与此相反，田场越大，瓦屋顶的比例越高。在墙壁与地面两组比较中结果也是如

此，田场愈大，建盖砖墙与砖地房屋的比例愈大，反之亦然。此外，地亩数量所造成的贫富差异在房屋室内设置上

也有体现，其关系与以上所述并无区别。 

总起来说，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广大农户的影响，虽然在饮食、穿着、房屋等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质量优劣的区分，但

笔者以为，对于那些贫困农户来说，他们也许并不太过计较这些差异，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便是他们最大的心

愿。但事实往往与他们作对，即使他们食用最粗劣的食物，也常面临断顿的危险；即便他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

补补又三年着穿衣，他们还是衣衫褴褛、捉肘见襟，他们的孩子还是10岁以前尽量一丝不挂以减少衣物磨损；尽管

他们对土墙、泥地、草屋顶房屋的低矮黑暗不甚在意，但也未必均有足够的房屋居住，房屋一旦在岁月的风蚀中倒

塌，他们也许便自此失去了遮风避雨的屏障。因此，对严重缺乏或没有土地的农户来说，威胁最大的尚不是生活的

质量，而是生存本身。 

凭心而论，社会的每项事物均不是单独存在的，相互之间的影响也错综复杂。以上所述内容均非全是土地分配不均

衡的影响所致，如劳动条件、家庭收入、生活水平的差异等项，同时也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经济萧条、灾乱连年

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为了行文简洁，此处只论述与本题密切相关的内容。我们不否认，其他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也

不容忽视，但同时我们也确信：土地分配不均衡所造成的大量农户的贫穷，是一切社会问题产生及存在的根基与土

壤。土地分配不均衡与教育、灾荒、兵燹、匪患、流民等问题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不同程度上均可称作诸如此类问

题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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